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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道德领导与亲社会违规行为：双中介模型 

作者：徐世勇，朱金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采用两个时点的问卷研究设计，探讨了上司的道德领导行为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

的关系，具有新意。文章有以下几个问题有待商榷：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本研究选题和行文方面的肯定。我们根据审稿专家的建议，逐一进行

了修改，回应时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列表见评审意见后面，并附上了重要的参考文献原文。正

文中对主要的修改内容进行蓝色标记。 

 

意见 1：在作者的理论假设中工作自主性作为中介变量，在逻辑上很难理解。工作自主性取

决于工作的特征，工作特征会因上司表达更多的道德领导行为而改变吗？从这一点来看，工

作自主性更可能是一个调节变量，“能不能”的问题和“敢不敢”一样更像一个情境变量。

从文章的结果来看，道德领导行为与工作自主性之间的路径系数比较小，只在 0.1 水平上显

著，也似乎说明了二者关系并不密切。 

回应：对于工作自主性中介变量，我们认同评审专家的观点，确实工作自主性与工作特征或

工作设计有较大关系，但是同时工作自主性也会受到领导的影响，尤其是受中国“人治”文

化环境的影响，领导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领导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下属的工

作方法、工作进度和工作标准。正如第二位评审专家所言，工作自主性与领导授权有关，而

授权是道德领导的重要维度之一 (Kalshoven, Den Hartog & De Hoogh, 2011 ; Resick, Hanges, 

Dickson & Mitchelson, 2006)（我们附上了这两篇参考文献的原文，见“参考文献”文件夹），

道德领导鼓励授权，允许下属在一定范围内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进度，选择合适的工作方法

等，因此，道德领导会提高下属的工作自主性。同时，道德领导倾听下属的心声，关注下属

的需求，允许下属表示自己的看法，尊重下属的建议，鼓励下属参与决策(Brown, Trevi O & 

Harrison, 2005)，使下属有机会就工作方法、工作进度和工作标准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强下属的工作自主性。现有的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如

Chughtai(2015)以及 Piccolo 等人(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道德领导对下属感知的工作自主性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我们对“2.3 工作自主性的中介作用”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见“2.3

工作自主性的中介作用第一段（P19）”蓝色字体部分。 

此外，基于第二位评审专家的评审意见 4，我们根据吴艳、温忠麟(2011)的建议，采用

平衡法对测量题目进行了打包，首先按照题目因子载荷大小进行排序，然后将因子载荷最高

的题目和最低的题目取均值打包成一个测量题目，以此类推。重新分析了数据，结果表明道

德领导与工作自主性的路径系数在 0.05 水平上显著。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25 第一段蓝色

字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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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研究虽然分了两个时间点收集数据，但是前因和中介两类变量同时施测，仍然难于

检验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确实如评审专家所言，前因和中介变量同时施测，难于检验变

量之间的影响关系。不过，目前，发表在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等国际权威期刊上的

同类文章大多是在两个时间点收集数据，或者前因和中介变量同时施测，或者中介变量和结

果变量同时施测。如 Walte 等人(2015)发表在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上研究，其前因

和中介变量在同一时间点收集，研究模型见下图 1（我们附上了这篇文章的原文，见“参考

文献”文件夹）。 

此外，我们进行了同源偏差检验，结果表明同源偏差并非一个严重问题，不会对本研究

变量间的关系带来实质性影响。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认同评审专家提出的这个问题。为

此，我们在正文讨论的研究局限部分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具体修改内容见 P28 第一段

蓝色字体部分。 

 

图 1 Walte 等人(2015)的研究模型 

 

意见 3：在讨论部分作者对冒险特质在心理安全感和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调节效应不显著的

解释缺乏说服力。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对这一部分重新进行了论述。具体修改内容见 P27 第三

段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4：此外，还有些小问题，比如，图 2 不是很规范，缺少了一些必要的图注。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建议。我们在图 2 处，标注了必要的注释。具体修改内容见 P25 图 2

蓝色字体部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审稿人 2 意见： 

这篇文章讨论了道德领导对下属亲社会违规行为的正向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且检验了

下属冒险特质的调节作用。总体而言，文章写作通畅规范，选题也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值

得继续探讨。但是文章在理论逻辑和研究设计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以下几点供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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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1：整体理论思考不够。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提出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两个中介变量

和一个调节变量。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并没有解释为什么选择这些变量，而不是其他变量。

换言之，作者没有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或视角去解释这些变量的角色。与此相对应的是，作

者在论述不同效应时采用了不同的理论（如主效应--社会学习理论，中介效应--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前后逻辑不一。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意见。本研究的整体理论框架如下图 2 所示，领导通过个体内认知机

制和个体外情境机制来影响员工行为，个体特质调节了领导与员工行为之间的关系。心理安

全感是个体内的认知机制，工作自主性是个体外的情境机制，冒险倾向是个体本身的特质。

选择这些变量的原因如下： 

 

 

 

 

 

 

 

图 2 理论框架 

 

现有研究，领导影响员工行为的中介机制大致可以从个体内外两个角度分为四类，内在

中介机制包括：认知机制、情绪机制、动力机制，外在中介机制包括情境机制。认知机制的

中介变量包括心理安全感(Carmeli, Reiter-Palmon & Ziv, 2010 ; Hirak, Peng, Carmeli & 

Schaubroeck, 2012 ; 吴维库，王未，刘军，吴隆增, 2012)、心理所有权(马跃如，程伟波，周

娟美, 2014)、组织支持感(Hassan & Ul Hassan, 2015 ; 龙立荣，毛盼盼，张勇，黄小冰, 2014)、

自我效能感等(Gong, Huang & Farh, 2009 ; 方阳春, 2014)、组织自尊(严丹, 2012)。情绪机制

的中介变量包括积极情绪(Rego, Sousa, Marques & Pina E Cunha, 2014)、消极情绪(Hoobler & 

Hu, 2013)、情感承诺(Neves, 2012 ; Suk, Thi & Byung, 2015)、情绪耗竭(Chi & Liang, 2013)等，

动力机制的中介变量包括内在动机(Zhang, Kwan, Zhang & Wu, 2014 ; 景保峰, 2015)、挑战型

压力(Culbertson, Huffman & Alden-Anderson, 2009 ; Schmidt, et al., 2014)、过程投入(Henker, 

Sonnentag & Unger, 2015)等。情境机制的中介变量包括工作自主性(Chughtai, 2015 ; Gillet & 

Vandenberghe, 2014 ; 陈雪峰，时勘, 2008)、组织氛围(姚明晖，李元旭, 2014)、上下级关系

(Gu, Tang & Jiang, 2015 ; Qu, Janssen & Shi, 2015 ; Xu, Huang, Lam & Miao, 2012 ; 丁琳，席

酉民，张华, 2010 ; 刘文兴，廖建桥，张鹏程, 2012)。其中，个体内认知机制和个体外情境

机制得到大量学者的广泛关注，因此，本研究从这两个角度探究道德领导对员工亲社会违规

行为影响的中介机制。心理安全感和工作自主性分别属于重要的个体内认知机制中介变量和

个体外情境机制中介变量。 

领导风格影响下属的作用效果必然受到下属个体特征的调节(李爱梅，华涛，高文, 2013 ; 

席猛，许勤，仲为国，赵曙明, 2015)，由于员工做出亲社会违规行为需要冒一定的风险，因

此，本研究预期个体的冒险特质是道德领导与亲社会违规行为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因此，

调节变量本研究选择了冒险特质。 

领导 
员工行为 

个体特质 

个体内：认知机制 

个体外：情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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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解释选择这些变量的原因以及使逻辑思路更加清晰，我们在“1 引言部分第三段

（P16-P17）”、“2.2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第一段（P18）”以及“2.4 冒险特质的调节作用第

一段（P19）”，做了相应修改，见正文中相应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2：文章的创新和贡献值得进一步探讨。作者提出的变量变得大多已经被讨论，这些文

献应该得到重视，但作者似乎忽视了众多有关的文献。例如，Morrison（2006）已经考察过

工作自主性和个体冒险倾向对 PSRB 的影响。在《心理学报》范围内，梁建（2014）探讨了

道德领导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李锐等（2015）讨论了仁慈领导对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影响。

因此，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值得商榷。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供的重要参考文献。我们根据这些文献，对本研究的创新和贡献

重新进行了提炼，并在正文中引用了这些参考文献，对重要的参考文献多次引用（见“1 引

言部分第二段（P16）”、“1 引言部分第三段（P17）”、“2.2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第一段（P18）”

以及“5 讨论部分第二段（P26）”）。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如下： 

现有文献从领导风格的角度，探究亲社会违规行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亲社会违规

行为的主要动机是利他(Dahling, Chau, Mayer & Gregory, 2012)，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利他行

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Bar-Tal, Raviv & Leiser, 1980 ; Batson, 1987)。因此，作为一种道德

行为，亲社会违规行为必然会受到道德领导的影响。基于此，本研究从道德的角度，实证检

验道德领导对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其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丰富了领

导风格与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关系的研究，拓展了人们对亲社会违规行为产生原因的认识，

打开了领导影响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 

与 Morrison(2006)的研究相比，Morrison(2006)的研究将工作自主性和冒险特质均作为自

变量，而本研究则是将工作自主性作为中介变量，冒险特质作为调节变量，研究模型与

Morrison(2006)的研究有很大区别。更为重要的是，Morrison(2006)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亲社

会违规行为的概念，对工作自主性和冒险特质的检验是以 MBA 学生为样本，通过实验情景

的方式进行的，在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所得结论的外部效度。梁建(2014)的研究主题是员工

建言，而本研究关注的是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研究主题不太一样。李锐等(2015)的研究虽

然讨论了仁慈领导对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影响以及边界条件，但未探究其中介机制。本研究从

道德的视角检验道德领导对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影响，与李锐等(2015)的研究视角不同，并且

本研究进一步检验了道德领导对亲社会违规行为影响的中介机制。 

具体的修改内容见正文“1 引言部分第三段和第四段（P17）”、“5 讨论部分第一段、第

二段和第三段（P26-P27）”的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3：假设发展逻辑有待进一步思考。 

（1）首要的问题在于工作自主性的选择。文章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角度出发，选取心理

安全感作为中介变量，这与道德领导“正直、利他、强调道德规范”的构念内涵较为吻合。

但选取工作自主性作为中介变量就没有反映出道德领导的本质。如作者所引用，工作自主性

是指工作方法、工作进度和标准的自主性，更多与工作设计和领导授权有关。而道德领导更

多是指倾听员工和关注程序公平等道德议题，两者关系并不清楚。换言之，一个道德水平高

的领导也可能是控制度较高的领导。而在假设发展中，自我决定理论只能解释工作自主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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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关系，无法解释道德领导与工作自主性的关系。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对心理安全感中介变量的肯定以及工作自主性会受到领导（领导授权）

影响的肯定。正如我们对第一位评审专家评审意见 1 的回应，授权是道德领导的重要维度之

一(Kalshoven, et al., 2011 ; Resick, et al., 2006)，道德领导鼓励授权，允许下属在一定范围内

自己决定自己的工作进度，选择合适的工作方法等，因此，道德领导会提高下属的工作自主

性。同时，道德领导倾听下属的心声，关注下属的需求，允许下属表示自己的看法，尊重下

属的建议，鼓励下属参与决策(Brown, et al., 2005)，使下属有机会就工作方法、工作进度和

工作标准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强下属的工作自主性。现有的实

证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如 Chughtai(2015)以及 Piccolo 等人(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道德领

导对下属感知的工作自主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如评审专家所言，自我决定理论确实只能解释工作自主性与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关系。道

德领导与工作自主性的关系是通过上述逻辑推导和实证分析进行阐述的。我们对“2.3 工作

自主性的中介作用”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见“2.3 工作自主性的中介作用第一段（P19）”

蓝色字体部分。 

 

（2）假设 1 的发展也有待商榷。道德领导强调公平公正，这样的领导方式会容忍亲社会违

规行为吗？诚然此类行为是亲社会的，但是也可能破坏规则，不利于程序公平。此外，作者

对道德发展水平的引用似乎在发展调节效应：道德领导对违规行为的影响依赖于个体的道德

发展水平。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道德领导强调利他，关心他人利益，关注组织、同事和客户的

福祉(Treviño, Brown & Hartman, 2003 ; Treviño, Hartman & Brown, 2000)，所以当员工为了提

升组织、同事和客户利益而违背过时的组织规则时，员工的这种旨在提升组织、同事和客户

利益的行为符合道德领导的利他价值观，因此，会得到道德领导的认同。道德领导不会因为

员工为了提升组织、同事和客户利益而不得不违背过时的组织规则，就简单粗暴的惩罚下属，

正如评审专家所言，道德领导强调公平公正，当员工为了提升组织、同事和客户利益而不得

不违背组织规则时，如果领导完全不考虑员工违规的亲社会动机，以及给组织、同事和客户

带来的利益，仅仅按照违规惩罚员工，那么对员工也是不公平的。因此，道德领导更有可能

会包容下属的亲社会违规行为。具体的修改内容见“2.1 道德领导与亲社会为行为第二段

（P17）”蓝色字体部分。 

道德发展水平这一部分的基本逻辑是这样的：道德发展水平较高的个体会为了提升总体

社会福利而违反现有的规章制度，道德领导具有较高的道德发展水平，所以道德领导也会为

了提升组织利益而违背现有的组织规则，进而影响员工的亲社会违规行为。为了使这一部分

逻辑更加清晰，我们对这一部分重新进行了论述，具体的修改内容见“2.1 道德领导与亲社

会违规行为第三段（P18）”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4：（1）CFA 结果很差，最终的拟合指数过低。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CFA 的结果确实不理想，可能的原因是测量题目较多（34 个），

而样本量相对较少（241），少于测量题目与样本量 1:10 的比例(吴艳，温忠麟, 2011)。因此，

我们根据吴艳、温忠麟(2011)的建议，采用平衡法对测量题目进行了打包，首先按照题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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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载荷大小进行排序，然后将因子载荷最高的题目和最低的题目取均值打包成一个测量题

目，以此类推。对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重新分析后的 CFA 结果比较理想，各个指标均达

到标准。并使用打包后的数据对假设检验重新进行了验证。具体的修改内容见“4.1 区分度

检验（P22）”和“4.4 假设检验（P23-P26）”的蓝色字体部分。 

 

（2）作者对同源方差的检验存在明显的缺陷。请提供 Hair（1998）文献的具体出处，CFA

的做法并不正确，应该将 method 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加入原来的模型，进行比较。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同源偏差的检验有多种方法，评审专家建议的“将 method 作

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加入原来的模型，进行比较”的方法是“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 熊红星，张璟，叶宝娟，郑雪，孙配贞, 2012)。

我们使用的是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该方法是目前检验同源偏差最常用的方法(Malhotra, 

Kim & Patil, 2006 ; Podsakoff, et al., 2003 ; 黄亮，彭璧玉, 2015)，目前刊发在权威期刊上的文

章多采用这一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如刊发在 JAP 上的 Madrid, Patterson 和 Leiva,(2015)的

研究以及刊发在《南开管理评论》上的黄亮、彭璧玉(2015)的研究均使用该方法来检验同源

偏差，见下图 3 和图 4。我们附上了相关的参考文献原文，见“参考文献”文件夹。 

我们也试着用评审专家建议的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但正如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和 Podsakoff (2003)和 Malhotra, Kim 和 Patil (2006)以及其他学者指出的，未测单一方法潜因

子法由于估计的参数过多，容易导致模型不识别。我们用 Mplus 来运行数据，结果模型无

法识别，所以我们保留了原来的检验方法。Hair(1998)文献是一本书，考虑到文献引用的权

威性，我们删除 Hair(1998)文献，改为引用 Podsakoff 等人(2003)和 Malhotra 等人(2006)文献。

具体的修改内容见“4.2 同源偏差检验（P22）”蓝色字体部分。 

 

图 3 Madrid, Patterson, & Leiva,(2015)的同源偏差检验部分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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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黄亮、彭璧玉(2015)的同源偏差检验部分截图 

 

 

（3）p.11 中的代替模型与假设的中介模型并不是套嵌关系，因此不能直接比较。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替代模型与假设的中介模型确实不是嵌套关系。但是侯杰泰、

温忠麟、成子娟(2004)指出（我们扫描了这一页，见“参考文献”文件夹），对于非嵌套模

型，通过卡方变化来比较模型是一种粗略的比较方法。为了对非嵌套模型进行精确比较，本

研究按照王孟成(2004)的建议（我们扫描了这两页，见“参考文献”文件夹），通过比较贝

叶斯信息准则（BIC）来对非嵌套模型进行比较，当Δ BIC 大于 10 时，表明 BIC 较小的模

型优于 BIC 较大的模型。本研究中理论模型的BIC 为 10180.03，替代模型的 BIC为 12919.51，

替代模型与理论模型相比，BIC 变化 2739.48，表明理论模型优于替代模型。具体修改内容

见正文“P23 最后一段”蓝色字体部分。 

 

（4）在检验调节效应时，需要说明调节项是如何计算的。在加入到模型估计后，模型整体

拟合度发展了什么变化？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潜调节结构模型法（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LMS）

不像传统的乘积指标法，LMS 不通过将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测量题目相乘来构建乘积项，

而是用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将全部指标近似为一个有限的混合分布，即将乘积项看做条件

正态分布的混合，其分布函数的对数用 EM 算法(expectation maximization algorithm)进行估

计(温忠麟，吴艳，侯杰泰, 2013)。这种方法不提供通常的模型拟合指标(Kelava,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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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法进行模型拟合比较。但该方法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调节效应

的方法(温忠麟等, 2013)。我们附上了几篇有关该方法的参考文献，见“参考文献”文件夹。 

 

（5）调节的中介关系并没有得到证实。如表 3 所示，中介差值为.05，其标准误为.03，相应

的 T 值为 1.7，并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中介效应的差异确实没有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但是达到了

0.1 的显著水平，属于微弱显著。我们对这一部分的文字表述进行了修改，使表述更为严谨，

具体修改内容见 P25 最后一段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5：研究设计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数据来源于 4 家不同的企业，在分析时应该适

当处理。可以通过使用 HLM 控制套现效应，也可以考虑使用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再次，作

者使用的心理安全感量表明显经过了修改，需要说明。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在进行研究设计时确实考虑欠缺，没有设计“所在企业”

这一变量，不过我们设计了“单位规模”这一变量（1=50 人以内，2=51-200 人，3=201-500

人，4=501-1000 人，5=1000 人以上），我们将“单位规模”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具体

修改内容见“3.2 测量 最后一段（P21）”蓝色字体部分。 

心理安全感的测量确实进行了修改。修改的依据是：原量表（Edmondson(1999)开发的

量表）是用来测量团队心理安全感，为了更好的测量个体层面的员工亲社会违规心理安全感，

我们参照 Detert 和 Burris(2007)的做法，对原量表进行了修订。我们在文中做了相应的说明，

见“3.2 测量 第三段（P21）”蓝色字体部分。我们附上了相关的两篇参考文献，见“参考

文献”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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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根据审稿意见对文章进行了针对性修改，修改后的文章大有改善。但是，文章

仍然存在以下问题：关于假设 7 的调节中介效应值较低，虽然作者将其界定为微弱显著，但

认为这个效应存在仍然是略有牵强的。作者在讨论中也没有进行更多的分析，就直接提出“高

冒险特质的员工，会放大道德领导带来的积极效果，会因领导者的道德行为而获得较大的心

理安全感和工作自主性，进而影响其行为”，其说服力有限。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对本文一审修改稿的肯定。我们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按照 0.05

的显著性水平，将假设 7 的验证结果界定为不显著。并对讨论部分的相应内容进行了修改，

进一步分析了调节的中介提出过程，并讨论了调节的中介没有达到 0.05 显著性水平的可能

原因。具体修改内容见文中 P34 和 P36 蓝色字体部分。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我对你对文章研究框架的回复不是特别满意。你的回复并没有给我一个清晰的理论

框架去分析各个研究变量的角色。你对领导影响员工行为中介机制的探讨过于宽泛。既然你

文章的重点是道德领导，就应该着重分析道德领导影响下属的中介机制。在过去的研究中，

我们已经发现了道德领导影响下属的机制包括了心理安全感和工作自主性。那么你的贡献何

在呢？仅仅是换了个新的、不同的结果变量吗？这样的研究会为我们带来真正的知识吗？建

议你仔细结合亲社会违规行为的性质，去分析道德领导影响下属的机制，否则这样的文章会

给人“数据驱动”的感觉。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让我们更深入的、整体性的思考文章的构架。 

首先，本文的出发点是亲社会违规行为，主要是想探究亲社会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产

生机制和边界条件。道德领导是本文考察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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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文所用的理论框架是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社

会环境提供了各种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社会信息，个体对社会情境的解读决定他们随后的行

为(Dodge & Rabiner, 2004 ; Salancik & Pfeffer, 1978)，并且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认为对社会信息

的加工存在个体差异，即不同的个体会对同样的社会信息进行不同的解读，进而做出不同的

反应(Crick & Dodge, 1994)。在组织中，对于员工来说，道德领导是其重要的社会情境变量，

心理安全感和工作自主性是员工对道德领导的解读，即信息加工的过程，亲社会违规行为是

员工对道德领导解读后作出的一种行为，冒险特质是个体差异变量，各研究变量的角色见图

1。 

之所以选择道德领导作为社会情境变量，而不选择其他领导方式，是因为亲社会违规行

为的主要动机是利他(Dahling, Chau, Mayer & Gregory, 2012)，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利他行为

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Bar-Tal, Raviv & Leiser, 1980 ; Batson, 1987)。因此，作为一种道德行

为，亲社会违规行为必然会受到道德领导的影响。亲社会违规行为违反了组织规定，有可能

会受到组织惩罚，所以只有当员工感觉做出亲社会违规行为是安全的，并且有机会做出亲社

会违规行为时，员工才会做出亲社会违规行为。心理安全感使员工感觉做出亲社会违规行为

是安全的，而工作自主性使员工较少的受到领导或组织的控制，能自主决定的感觉使员工觉

得可以偏离组织规章来履行职责，从而使员工有机会从事亲社会违规行为，即工作自主性为

员工从事亲社会违规行为提供了可能。亲社会违规行为违反了组织规定，需要冒一定的风险，

因此，个体的冒险特质是道德领导与亲社会违规行为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 

我们觉得评审专家之所以提出以上问题，可能与我们的文章表述有关系。为了更好的突

出文章的研究重点和理论框架，我们对正文进行了修改，明确指出了我们文章的理论框架和

研究问题。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25 蓝色字体部分 

 

 

 

 

 

 

 

 

 

 

 

 

 

 

图 1 研究变量角色 

 

 

意见 2：冒险特质的调节效应没有很好地发展，论述过于简单。 

道德领导 
亲社会违规行为 

冒险特质 

心理安全感 

工作自主性 

员工行为 

对社会情境解读 

个体差异 

对社会情境解读 

社会情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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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对冒险特质的调节效应重新进行了论述。引用社会信息加

工理论作为理论支撑，并将冒险特质对心理安全感和工作自主性的调节分开论述。具体修改

内容见正文 P27 和 P28 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3：打包是可以接受的一种作法。但是在你的研究中的确值得商榷。首先，你的样本量

不是很低；其次，你打包后，数据结论发生了变化，本不显著的结果变为了显著。在这样情

况下，我认为你就不应该再进行打包处理。考虑你起初的模型拟合度只有.80 左右。这很显

然是数据质量的问题。此外，你需要解释是如何将进行打包，测量指标发生了何种变化，如

果将自由度将 619 降为 219 需要明确交代。仅仅报告打包过于笼统。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本研究中的测量题目有 34 个，而样本量仅为 241，测量题目

与样本量的比例约为 1:7，少于 1:10 的最佳比例(吴艳，温忠麟, 2011)，我们根据吴艳、温忠

麟(2011)的建议，采用平衡法对测量题目进行了打包，首先按照题目因子载荷大小进行排序，

然后将因子载荷最高的题目和最低的题目取均值打包成一个测量题目，次高的题目与次低的

题目取均值打包成一个测量题目…..依次类推。我们按照这种方式，将道德领导的 10 个题目

打包成 5 个，将亲社会违规行为的 12 个题目打包成 6 个，心理安全感、工作自主性和冒险

特质的测量题目分别为 5、3、4，测量题目较少，没有进行打包，打包后的测量题目总共 23

个，与样本量的比例约为 1:10，符合最佳比例。打包后的自由度为：[测量题目*（测量题目

+1）]/2-需估计的参数，即（23*24）/2-（23+23+10+1）=219，其中需估计的参数中，我们

根据修正指数，允许心理安全感的两个测量题目误差相关，所以会多估计一个参数。当不允

许心理安全感的这两个测量题目相关时，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也挺好（χ
2
=568.27，df=220，

χ
2
/df =2.58，RMSEA = 0.08，CFI = 0.91，NNFI = 0.90），但由于修正指数过大，为 116.76，

所以我们根据修正指数，进行了修正。为了表述的更加清楚，我们在文中将打包过程进行了

更为详细的描述，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31 蓝色字体部分。 

打包后，数据结果发生变化的原因是因为：本研究的测量题目较多，而样本量较少，直

接使用原始题目建模时，产生了较大的参数估计偏倚(吴艳，温忠麟, 2011)，见图 2，如果按

照自由参数 5 倍以上的标准的话，本研究的样本至少应达到 390 以上，但本研究的样本量仅

为 241，所以我们认为打包后的数据结果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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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吴艳,温忠麟. (2011).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59-1867. 

 

意见 4：感谢你对心理安全感的回复。但是你对心理安全感的测量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

“为了公司利益，我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中的人不会因此对我抱有成见”当员工回

答不同意时，他究竟是在不同意“我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还是不同意“公司中的人不

会因此对我抱有成见”？建议你可以需要修改题目，重新收集数据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首先，测量题目“为了公司利益，我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公司中的人不会因此对我抱有成见”，是一个条件从句，整句是一个整体的句子。其中“为

了公司利益，我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是假定条件，整句的意思是 “当员工为了公司利

益，违反公司规章制度时，公司中的人如何看待该员工”。如果条件从句（为了公司利益，

我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和主句（公司中的人不会因此对我抱有成见），分开放在两个完

全不相关的地方的话，确实可能是两个意思，但两句放在一起，则是关联在一起的一个完整

的句子，填问卷者会把两句联系在一起，当做一个整体的句子来判断。另外，需要指出的是，

我们的选项用的是符合程度（“符合”与“不符合”程度），而不是评审专家所说的同意程度

（“同意”与 “不同意”程度）。 

第二，如果出现了评审专家担心的情况（不同的问卷填写者把测量题目理解成两种不同

的意思，即理解有分歧），那么问卷的一致性系数可能不会太高。但本研究中心理安全感量

表的一致性系数达到了 0.9，表明问卷填写者对心理安全感量表测量题目的判断比较一致。 

而且，我们在大规模发放问卷之前，让几位 MBA 学生试着填答过问卷，他们并没有把心理

安全感的测量题目理解成两个意思。 

 

意见 5：Kelava 等人（2011）等人提出的检验方法是针对存在二次项的交互效应。换言之，

他们方法在于估计非线性效应的系数。这和你的研究假设有何关系呢？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 正如评审专家所言，Kelava 等人（2011）提出的潜调节结构

模型法（Latent Moderated Structural Equations，LMS）是用来估计交互效应的，而调节效应

是交互效应的一种，在统计上，两者都是通过检验自变量和调节变量的乘积项系数是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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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判断调节效应的存在与否。我们的研究假设 4（冒险特质调节了心理安全感和亲社会

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和假设 5（冒险特质调节了工作自主性与亲社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

系），正是调节效应的假设，通过检验冒险特质与心理安全感的乘积项系数以及冒险特质与

工作自主性的乘积项系数是否显著来检验假设 4 和假设 5。目前国内外一些较好的期刊也使

用 LMS 来检验调节效应，如 Schüz 等人(2011)、张春雨等人(2013)、瞿皎姣等人(2014)使用

LMS 方法来检验调节效应，见图 3、图 4 和图 5。 

 

图 3  Schüz, B., Wurm, S., Schöllgen, I., & Tesch-Römer, C. (2011). What do people include 

when they self-rate their health?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s according to health status in 

community-dwelling older adults. Quality of Life Research（SSCI,2014 年的影响因子 2.486）, 

20(10), 1573-1580. 

 

 

图3 张春雨，韦嘉，张进辅，李喆. (2013). 师范生职业使命感与学业满意度及生活满意度的关系:

人生意义感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01), 101-108. 

 

 

图5 瞿皎姣，曹霞，崔勋. (2014).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的组织政治知觉对国有企业员工工作绩效的

影响机理研究. 管理学报, (06), 852-860. 

 

意见 6：模型比较必须是基于嵌套模型之间，这是我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既然如此，我不太

理解为何要进行“粗略的比较”？我没有读过王孟成(2004)的书，但是这应该不是一部权威

著作。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去掉了非嵌套模型的粗略比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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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Vrieze(2012)、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p212)以及王孟成(2004)的建议，通过比

较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来对非嵌套模型进行比较。王孟成(2004)的书可能确实不够权威，

不过 Vrieze(2012)的文献是心理学权威期刊 Psychological methods（SSCI，2014 年的影响因

子是 7.338）上的文章。侯杰泰、温忠麟、成子娟(2004)的书是国内比较权威的著作。具体

修改内容见正文 P31 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7：我上次提到的数据套嵌问题并不是单位规模的问题，你需要仔细考虑。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由于我们在进行研究设计时考虑欠缺，没有设计“所在企业”

这一变量，所以无法准确区分哪些数据来源于哪家企业（虽然能够大致区分，但有可能造成

数据不准确），因此，确实无法检验数据套嵌问题。 

我们检索了近 5 年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的文献，有关领导与员工行为的研究文献中，很少

有考虑套嵌问题的文献。仅有的几篇文献表明在领导与员工行为的研究中，数据套嵌问题并

不重要，对研究结论几乎没有影响，如 Ouyang, Lam 和 Wang(2015)在检验辱虐管理对员工

主动行为的影响时，发现来自四家企业的数据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嵌套问题不会影响研究

结论，见图 4。因此，我们推断在本研究中，数据套嵌问题可能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没有检索到道德领导对员工行为影响的数据嵌套问题的研究论文，

再加上我们在研究设计时欠考虑，我们确实难以确定数据嵌套问题的影响大小。这是本研究

的一个不足，我们在论文的研究不足中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和说明。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37 蓝色字体部分。 

 

图4 Ouyang, K., Lam, W., & Wang, W. (2015). Roles of gender and identification o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proactive behavior.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32, 67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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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作者在 36 页第二段对冒险特质的调节效应的讨论内容，在语言描述上存在逻辑问

题，请重新进行梳理和修改。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对冒险特质调节效应的讨论内容，重新进行了梳理，对语

序进行了调整，并对语句进行了修改，以使其符合逻辑，清晰易读。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52 第二段蓝色字体部分。 

此外，我们还把文章打印出来，通读了一遍全文，修改了文中语句不通顺的地方。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作者需要修改本文依据的理论。虽然作者称“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理论框架，结

合社会学习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但是我们看到的是 H1 用的社会学习，H2 用社会信息加

工，H3 用自我决定。那你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如果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是指“个体所处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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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提供了各种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社会信息，个体对社会情境的解读决定他们随后的行

为”，是不是几乎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这样解读这一理论是不是有些过于宽

泛。希望作者认真思考自己的框架，尝试用一个简单、清晰的理论解释模型中的关系。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理论过多确实会使文章显得杂乱，我们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

去掉了社会学习理论，保留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H1 改用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41 和 P42 蓝色字体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篇文章中使用两个理论这种做法并不是我们首次采用。以往发表在

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的高水平文章也使用两个理论推导自己的研究假设并对结果进行解释，如

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的梁建等人(2010)的文章结合了委托代理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对自己

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推导，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发表在《心理学报》上的蒿坡等人(2015)

的文章结合了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对自己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推导，对研究结果进行

了解释；再如，发表在 JAP 上的 Lin 等人(2016)的文章结合了 Ego depletion 理论和 Moral 

liscense 理论对自己的研究假设进行了推导，对研究结果进行了解释。分别见图 1、图 2 和

图 3。 

关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是否宽泛的问题。我们认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自己的适应范

围，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也不例外，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可以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

Salancik 和 Pfeffer(1978)提出的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主要是针对工作场所中的环境因素对员工

行为的影响，包括领导风格、同事、工作条件等因素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同时，也正如 Salancik

和 Pfeffer(1978)所言，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不能解释像个体需求和目标等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

响这类关系。目前，发表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的很多高水平文章也都使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来解释领导风格对员工行为的影响，如发表在《心理学报》上的梁建(2014)的文章和 JAP 上

的 Hu 等人(2015)的文章均使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作为理论基础，见图 4 和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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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梁建, 陈爽英, 盖庆恩. (2010). 民营企业的政治参与、治理结构与慈善捐赠. 管理世界，

(07), 109-118. 

 

 

图 2 蒿坡, 龙立荣, 贺伟. (2015). 共享型领导如何影响团队产出?信息交换、激情氛围与环

境不确定性的作用. 心理学报, 47(10), 1288-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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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Lin, S. J., Ma, J., Johnson, R. E. (2016). When ethical leader behavior breaks bad: How 

ethical leader behavior can turn abusive via ego depletion and moral licensing.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1(6), 815-830. 

 

 

图 4 梁建. (2014). 道德领导与员工建言: 一个调节-中介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心理学报, 

46(2), 252-264. 

 

 

图 5 Hu, J., Erdogan, B., Bauer, T. N., Jiang, K., Liu, S., Li, Y. (2015). There are lots of big fish in 

this pond: The role of peer overqualification on task significance, perceived fit, and performance 

for overqualified employe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00(4), 1228-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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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2：作者并没有认真思考我提出的问题。Kelava 等人（2011）提出的检验方法是针对存

在“二次项”的交互效应，即对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X2*Z）。我不太明白作者是否真的

理解这一方法，以及如何应用这一方法进行检验假设的，但简单报告“结果表明，冒险特质

与工作自主性的乘积项系数显著”是不够的。既然作者不考虑套嵌效应，请用 OLS 回归重

新检验调节效应，让读者直观地了解这些结果。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Kelava 等人(2011)介绍的 LMS 方法是检验潜变量的交互效应

（X*Z）和曲线效应（X
2）的（见图 6），而不是用来检验非线性关系的调节效应（X

2
*Z）。

温忠麟、吴艳、侯杰泰(2013)对 LMS 方法做过较为详细的介绍（见图 7），并且在该篇文章

的末尾提供了相应的 Mplus 程序。我们参照温忠麟、吴艳、侯杰泰(2013)提供的 Mplus 程序

对冒险特质调节效应的假设（假设 4 和假设 5）进行检验。正如我们在第二轮评审意见中回

复的，LMS 方法目前已经被很多学者认可，国内外一些管理类学术期刊也开始使用 LMS 来

检验调节效应，如刊发在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 上（SSCI,2014 年

的影响因子 1.316）的 Hernández 等人(2015)、《管理学报》期刊上的瞿皎姣等人(2014)的研

究均使用 LMS 方法来检验调节效应。 

 

 

图 6 Kelava, A., Werner, C. S., Schermelleh-Engel, K., Moosbrugger, H., Zapf, D., Ma, Y., et al. 

(2011). Advanced nonlinear latent variable modeling: Distribution analytic LMS and QML 

estimators of interaction and quadratic effect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 Multidisciplinary 

Journal, 18(3), 465-491. 

 

 

图 7 温忠麟, 吴艳, 侯杰泰. (2013). 潜变量交互效应结构方程:分布分析方法. 心理学探新

(05), 409-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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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评审专家的建议，用 OLS 回归方法重新检验了调节效应，所得的结果与用 LMS

方法一致，见表 1，心理安全感与冒险特质的乘积项系数不显著（β=0.007，p>0.1），假设 4

没有得到支持。工作自主性与冒险特质的乘积项系数显著（β=0.143，p<0.05），并且模型 5

与模型 4 相比，R
2 变化显著（Δ R2=0.019，p<0.05），表明冒险特质调节了工作自主性与亲社

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假设 5 得到支持。我们在正文中增加了 OLS 回归结果，见正文 P49

和 P50 蓝色字体部分。 

 

表 1 OLS 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控制变量 

性别 -0.16* -0.128* -0.127* -0.154* -0.131* 

年龄 0.175 0.21 0.21 0.15 0.089 

工龄 -0.221 -0.236 -0.236 -0.209 -0.162 

学历 -0.046 -0.001 -0.001 -0.074 -0.08 

岗位类型 0.006 -0.053 -0.053 -0.017 -0.026 

单位规模 -0.079 -0.066 -0.067 -0.08 -0.075 

自变量 
心理安全感  0.498*** 0.498***   

工作自主性    0.231*** 0.25*** 

调节变量  冒险特质  -0.033 -0.034 0.148* 0.15* 

乘积项 
心理安全感*冒险特质   0.007   

工作自主性*冒险特质     0.143* 

R2 0.038 0.267*** 0.267*** 0.110*** 0.129*** 

Δ R2  0.229*** 0.000 0.072*** 0.019* 

F 值 1.448 9.924*** 8.783*** 3.364*** 3.570*** 

注：N=241，* p<0.05，** p<0.01，*** p<0.001。 

 

意见 3：我对你的 CFA 结果深表质疑在于第一次结果非常差，但是作者通过合并的方法呈

现了一个很好的结果。这是一个专业上不能接受的方式，因为你已经改变了研究结论。其次，

建议你不要“让心理安全感的两个题目误差相关”，因为这样做毫无依据。原因很简单，这

些题目在同一问卷，既然允许它们相关，为什么不让其它也相关？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在 CFA 中，χ
2
/df 的临界值为 5，RMSEA 的临界值为 0.08，CFI

和 NNFI 的临界值为 0.9(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 2004)。我们 CFA 第一次（未打包）

的结果为：χ
2
=1628.99，df=619，χ

2
/df =2.63，RMSEA = 0.08，CFI = 0.83，NNFI = 0.82，虽

然 CFI 和 NNFI 的值低于 0.9，但其他指标均达到临界值，所以未打包前，模型拟合指数也

并不是差的无法接受。打包后的拟合结果为：χ2
=568.27，df=220，χ2

/df =2.58，RMSEA = 0.08，

CFI = 0.91，NNFI = 0.90，除了 CFI 和 NNFI 的值有变化外，其他指标均无明显变化，说明

打包是可以接受的。Nasser 和 Takahashi (2003)的指出，打包前后拟合指标发生变化是正常

的，这与打包前后测量题目与样本量的比例有关，当打包前后测量题目与样本量的比例变化

较大时，拟合指标就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如 CFI 和 TLI（即 NNFI）由 0.86 和 0.85 变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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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5 和 0.94 都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对研究的信度和效度产生实质影响，所得结论与打包前

基本一致，见图 8。再如，Choi 等人( 2014)的研究，打包前 CFI 和 NNFI 分别为 0.81 和 0.80，

打包后 CFI 和 NNFI 分别为 0.90 和 0.87，见图 9。 

    此外，评审专家提到“打包后改变了研究结论”。在我们的研究中，打包前后除了道德

领导对工作自主性的影响系数由边缘显著（β=0.10，p<0.1）变为在 0.05水平上显著外（β=0.13，

p<0.05），其他系数的大小与显著性均无明显改变。所以，我们认为，打包并没有对研究结

论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们根据评审专家的建议，去掉了“心理安全感两个测量题目误差相关”的限定，重

新进行了 CFA 分析。具体修改内容见 P46 蓝色字体部分。 

 

 

 

图 8 Nasser, F., Takahashi, T. (2003). The effect of using item parcels on ad hoc goodness-of-fit indexes i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 example using Sarason's Reactions to Tests. Applied Measurement in Education, 

16(1), 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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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Choi, H., Rhee, E., Ito, A., Lee, S. M. (2014). Cross-cultural validation of the factor structure for the Korean 

version of the Classroom Climate Inventory.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56(4), 349-360. 

 

意见 4：在检验同源偏差时，我曾提出用 method 作为一个单独的因子，加入原来的模型，

进行比较。但是作者并没有采纳。如果是这样，建议可将这一部分删去。用单因素方法几乎

不可能检验到共同方法方差的存在。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意见。正如我们在评审一中回复的，之所以使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

法，是因为该方法是目前检验同源偏差最常用的方法(Madrid, Patterson & Leiva, 2015 ; 

Podsakoff, MacKenzie, Lee & Podsakoff, 2003 ; 黄亮，彭璧玉, 2015)，目前刊发在权威期刊上

的很多高水平文章多采用这一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如刊发在 JAP 上的 Madrid, Patterson 和

Leiva(2015)的研究、刊发在《心理学报》上的马红宇等人(2016)的研究以及刊发在《南开管

理评论》上的黄亮、彭璧玉(2015)的研究均使用该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见下图 10、图 11

和图 12。 

我们也试着用评审专家建议的方法来检验同源偏差，但正如 Podsakoff 等人(2003)和

Malhotra 等人(2006)指出的，未测单一方法潜因子法由于估计的参数过多，容易导致模型不

识别。我们用 Mplus 来运行数据，结果模型无法识别。 

当然，确实如评审专家所说的，除非共同方法方差特别严重，否则，Harman 单因子检

验法不太可能检验到共同方法方差的存在，所以我们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删去了同源偏差检

验这一部分。  

 

图 10 Madrid, H. P., Patterson, M. G., & Leiva, P. I. (2015). Negative Core Affect and Employee Silence: How 

Differences in Activation, Cognitive Rumination, and Problem-Solving Demands Matter. Journal of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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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ychology, 100(6), 1887-1898 

 

 

图 11 马红宇, 谢菊兰, 唐汉瑛, 申传刚, 张晓翔. (2016). 工作性通信工具使用与双职工夫妻的幸福感:基于

溢出-交叉效应的分析. 心理学报, 48(1), 48-58 

 

 

图 12 黄亮, 彭璧玉. (2015). 工作幸福感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一个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南

开管理评论, 18(2), 1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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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刘东、张震、汪默的方法发表于 2012 年，而不是 2008。这个错误与 Hair（1998）

类似，它让人怀疑你的专业性。 

回应：非常感谢评审专家的细心提醒。确实是我们不够仔细，已在正文中修改。并且我们对

文中所有参考文献又认真仔细的逐一核对了一遍，对存在问题的参考文献进行了修改，总共

修改了 6 条不准确的参考文献，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中 P54-56 蓝色字体部分。 

此外，我们又通读了一遍全文，修改了文中语句不通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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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审稿人 2 意见： 

非常感谢你认真地回复我们之前的问题。针对这一稿的修改，我提出三点意见供作者参考： 

 

意见 1：目前在假设 1（主效应）中应用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假设 2（心理安全感的中介

机制）应用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假设 3（工作自主性的中介机制）应用了自我决定理论，

最后冒险特质的调节作用应用了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从这一结构来看，存在两个自相矛盾的

地方：第一、如果道德领导与违规行为的主效应是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的，为什么要用自

我决定理论解释工作自主性的中介角色？第二、如果工作自主性的效应是基于自我决定理论

的，为什么基于社会信息加工逻辑的冒险特质可以解释其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针对以上的逻辑矛盾，我建议作者思考两种可能：（1）在文章中删去自我决定理论，社会信

息加工理论应该可以解释工作自我性。这样整篇文章就一个清晰的理论基础；（2）在主效应

中，不使用任何理论，直接进行逻辑推演就可以。然后在假设 2 和 3 中分别使用不同的理论。

最后，在解释冒险特质调节工作自我性与结果之间关系时，尝试使用自我决定理论。这样文

章的整体逻辑会相对一致。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而有效的建议。依据专家建议，我们删去了自我决定理论，

用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解释工作自主性的中介作用。我们解释的大致思路如下：社会信息加工

理论认为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了各种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的信息。因此，个体对社会信息

的解读决定他们随后的态度与行为(Salancik & Pfeffer, 1978)。在工作场所中，领导者是员工

重要的社会信息源，员工会从领导者那里寻求线索，依据这些线索来判断哪些行为是可以被

组织所接受的行为(Salancik & Pfeffer, 1978)。道德领导具有鼓励下属参与决策和授权等特点

(Brown, et al., 2005; Kalshoven, et al., 2011 ; Resick, et al., 2006)，这些特点作为社会线索会使

员工感觉自己具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性。较高的工作自主性会使员工觉得可以偏离组织规章来

履行职责(贾睿，吴继红，邓建瑞, 2015)。同时，较高的工作自主性还会增强员工的责任心

和对自己工作的认同(Morgeson, Delaney-Klinger & Hemingway, 2005)，使员工认为工作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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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从而更有可能为提高工作效率而做出违反组织规定的行为(Morrison, 2006)。具体修

改内容见正文 P46 页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2：工作自主性可否翻译为工作自主度？自主性看似像客观的工作特征，不太适合作为

中介变量（前面评审专家已经提到这一问题），而作者强调是主观的个人感知。自主度可能

更加接近这一解释。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建议。我们非常认同评审专家的观点，客观的工作特征确实不适合做

中介变量。根据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结果来看，国外很多权威期刊上的文献都将工作自主

性（job autonomy）作为主观的个体感知变量，并将其作为领导与员工行为的中介变量，如

Piccolo 等人(2010) 认为员工感知的工作自主性在道德领导与员工工作积极性之间起到中介

作用；Astrauskaite 等人 (2015) 的实证研究表明工作自主性中介了变革型领导与工作欺凌行

为之间的关系。此外，通过文献检索，我们发现国内权威期刊的文献均将 job autonomy 翻译

成工作自主性，如陈雪峰和时勘(2008) 、王永丽和何熟珍(2008) 发在《管理世界》的文章

均将 job autonomy 翻译成工作自主性。鉴于以上两个原因，我们认为，将 job autonomy 翻

译成工作自主性并作为领导与员工行为的中介变量是可以接受的做法。同时，为了避免评审

专家提出的可能误会，我们在正文中加了注释，说明工作自主性是员工感知的工作自主性。

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46 页蓝色字体脚注。 

 

意见 3：OLS 的回归结果只是为了消除疑虑，是评审过程的一部分，不需要加入正文中。建

议删除。 

回应：感谢评审专家的建议。已删除原来正文中 P49 的 OLS 回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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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五轮 

 

本人系统阅读了两位评阅人的意见和作者的修改回复，并重新审读了论文，应该说该论

文经历了四轮的评审和修改，论文有了实质性的进步，理论更加明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推理更加严谨，统计方法正确。但是，本人还是觉得论文有以下需要完善的问题 ，请作者

修改后再决定是否最终录用。 

回应：非常感谢编委会悉心指出稿件问题，为完善文章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本文作者组参

照编委会的意见对稿件进行了认真修改，并在正文中以蓝色标示以便阅读。此外，作者亦对

编委会的建议逐条进行了回复。 

 

意见 1：表达问题：比较啰嗦，建议精炼。如摘要中的“本研究从道德的视角，探讨道德领

导如何影响员工亲社会违规行为。”可以直接简化为“本研究探讨道德领导如何影响员工亲

社会违规行为。”建议找外行阅读下，删除不合适的表达。 

回应：感谢编委会的建议。针对该问题，我们做了两项工作。第一，论文作者组逐句阅读稿

件，将表达不顺畅的语句、啰嗦的语句等表达问题进行了仔细修改，总共修改了 20 多处。

除了语句删除和个别字词的修改外，其他修改的地方均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第二，请一

位非本专业的博士生阅读了稿件，并根据这位博士生的反馈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具体修改内

容见正文每页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2：理论假设部分：对于道德或伦理型领导作用于工作自主性的解释还是觉得比较勉强。

道德领导的沟通、强化等主要是道德部分，是否涉及到授权、工作自主，还是有待讨论的。

“工作自主性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对工作活动的控制程度(Spreitzer, 1995)，主要表现在员工

在工作方法、工作进度和工作标准上能自行控制和决定的程度。”可以猜测：既然和员工沟

通、商讨伦理道德问题，伦理道德也不是孤立的，也会遇到工作本身，沟通和决策的平等性

就一定意味着员工的自主性？是否有可能是强势灌输？ 

回应：感谢编委的建议。作者认真仔细地查阅了道德领导的相关文献，发现很多学者均认同

“授权是道德领导的重要维度”，如 Kalshoven 等(2011) 、Khuntia 和 Sua(2004)、Resick 等

(2006) 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 Leadership Quarterly 以及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 的文章均强

调授权是道德领导的重要维度之一，见图 1-图 3。而授权将会提高员工的工作自主性(Sabiston 

& Laschinger, 1995)。因此，道德领导会提高员工的工作自主性。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了这

种观点，如 Chughtai (2015)以及 Piccolo 等人(2010)的实证研究表明道德领导对下属感知的

工作自主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道德领导还强调让员工参与决策，这为员工提供了

增加工作自主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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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文献中可以看出，道德领导并不包含“以道德为工具，强势压迫下属接受”的

含义，相反道德领导强调尊重下属的意见(Kalshoven, Den Hartog, & De Hoogh, 2011)。如一

位母亲提出希望能够合理安排上下班时间，以便能够更好地接送孩子上学。如果她的上司是

一位道德领导者的话，他会在平衡考虑公司利益、公司规定和员工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让这

位母亲以及其他类似情况的员工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合理安排上下班时间，从而提高员

工的工作自主性。 

为了使逻辑思路更加清晰，作者重新论述了这部分内容，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45-46

蓝色字体部分。 

 

图 1  Kalshoven, K., Den Hartog, D. N., De Hoogh, A. H. B. (2011). Ethical leadership at work questionnaire 

(ELW):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 22(1), 51-69. 

 

 

图 2  Khuntia, R., Suar, D. (2004). A Scale to Assess Ethical Leadership of Indian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 

Manager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49(1),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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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Resick, C. J., Hanges, P. J., Dickson, M. W., Mitchelson, J. K. (2006). A cross-cultural 

examination of the endorsement of ethical leadership.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63(4), 345-359. 

 

 

意见 3：研究方法部分：应该介绍发放了多少问卷，回收了多少问卷，交代回收率；作者只

提供了有效率，还不够。 

回应：感谢编委悉心指出。确实是作者不够仔细，对此深感抱歉。作者仔细查阅了两次调查

问卷，认真统计了两次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在第 1 次调查中，共发放 342 份调查问卷，

回收 30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0.06%。在第 2 次调查中，有 6 名员工离职或请长假，剔

除这 6 名员工后，共发放 302 份调查问卷，回收 267 份调查问卷，回收率为 88.41%。剔除

废卷 26 套，剔除废卷的标准为 90%以上选了同一个答案、三分之一以上题目没有填答，剩

余 241 套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79.80%。作者在正文中详细补充了这部分内容，具体见

正文 P47 蓝色字体部分。 

 

意见 4：讨论部分对于冒险特质对心理安全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的解释比较勉强，建议做出

更好的解释。 

回应：感谢编委的建议。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作者认为调节效应之所以不显著的，可能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很多学者均指出，在检验调节效应时，自变量与调节变量最好不相

关(Baron & Kenny, 1986 ; 温忠麟，侯杰泰，张雷, 2005)，见图 4。而本研究中心理安全感和

冒险特质显著相关（r=0.37，p<0.01），从而导致冒险特质的调节效应不显著。二是很多实证

研究表明，当主效应很强时，即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较大时，调节效应不太容易被检验出

来。如蒿坡(2015) 、孔茗和钱小军(2015) 发表在《心理学报》的文章均证实了这一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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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和图 6。本研究中心理安全感测量的是亲社会违规心理安全感，与亲社会违规行为密切

相关，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太容易被其他变量调节。具体修改内容见正文 p53 蓝色字体部

分。 

另外，我们将第一个原因作为本文的一个不足在 p53 进行了说明，具体见该页蓝色字体

部分。 

 

 

图 4  Baron, R. M., Kenny, D. A. (1986).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1(6), 

1173-1182. 

 

 

图 5  孔茗, 钱小军. (2015). 被领导者“看好”的员工其行为也一定好吗?——内隐追随对员工行为的影响. 

心理学报, 47(9), 1162-1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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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蒿坡, 龙立荣, 贺伟. (2015). 共享型领导如何影响团队产出?信息交换、激情氛围与环境不确定性的作

用. 心理学报, 47(10), 1288-1299. 

 

 

意见 5：既然被调节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整个假设到检验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是否可以删

除这些内容，即假设 6、假设 7 部分。科学研究一般不发表没有被系统检验的假设论文，这

里是否可以借鉴。 

回应：感谢编委的建议。两个被调节的中介都不显著，确实意义不大。参照编委的意见，作

者删除了假设 6 和假设 7，并认真通读全文，删除了前后文中与之相关的内容，以使全文保

持一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六轮 

 

在组织变革的时代，亲组织违规行为有利于组织不断自我完善以适应新的环境，提升竞

争力。作者试图探讨道德领导对亲组织违规行为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选题有一定的理论和实

践意义。作者经过多轮的修改和完善，解释性的理论聚焦到社会信息加工理论，理论推导过

程更加严谨和合理；研究方法介绍全面，分析方法正确；语言表达比较规范和流畅，同意发

表。 

回应：常感谢编委会对本文的认可。感谢编委会对文章的耐心指导和悉心修改，本文作者按

照编委会的建议对文章进行了认真修改。 

 

意见 1：由于论文经过了多轮的评审，修改后的篇幅比较长，本人进行了小幅的修改，对文

中的个别地方进行了修改，还请作者适当精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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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感谢编委的宝贵建议。作者从头到尾认真重新阅读了文章，对文章进行了精简，删除

了文中多处不重要的语句，使文章篇幅缩减到了 1.26 万字。 

 

意见 2：此外，研究描述统计中的工龄和年龄相关高达 0.93，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建议删

除一个后，统计报告结果。 

回应：感谢编委的宝贵建议。作者按照编委的建议，删除了“工龄”这一控制变量，并重新

进行了数据分析，除了个别数据结果有微小变动外，其他结果均无变化，对研究结论没有影

响。具体修改内容见文中 p10 页蓝色字体部分。 

 

 

 


